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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

让窝囊者不窝囊是社会责任

□毛建国

这是一幕什么样的悲
剧？10月23日，深圳宝安区西
乡街道的一间出租屋里，29

岁的安徽人王娟，被深圳宝
安区联防队员杨喜利毒打
强奸。王娟的丈夫杨武就
躲在几米外，眼睁睁看着
妻子遭此横祸，却不敢做
声，一个小时后才悄悄报
警。

见过窝囊的，没见过这
么窝囊的。对于一个男人这

来说，任何时候都不应该放
弃对妻子、对家庭的责任，
眼睁睁地看着妻子被人凌
辱，不管自己处于何种境
地，不管对方多么威武强
大，都不应该像乌龟一样缩
起头来。杨武确实如其所说
是“世上最窝囊的男人”，但
这里依然想要提醒的是，在
指责杨武窝囊的时候，千万
不要忽视社会的责任。

社会是多元的，人的个
性是有差异的，任何一个社
会既有勇武之士，也必定有
窝囊之人。这一点，古今中
外，概莫能外。但一个健康
的社会可贵之处在于，它能
够给公民提供全方面的保

护，能够让最窝囊的公民也
呼吸到新鲜的空气，照晒到
温暖的阳光。也就是说，一
个健康的社会能够“让无力
者有力”，能够让一个窝囊
的人免于被欺凌。当社会具
备这样的机能时，一个窝囊
的人也会逐渐变得不窝囊
起来，他会敢于用法律保护
自己，他会敢于争取合法的
权益；一个勇武的人也会逐
渐变得温柔起来，他会忌
惮法律和社会的强制力，
会尊重窝囊者的合法生存
权。

在杨武窝囊的背后，我
们看到了社会的病躯。宝安
警方回应称，殴打强奸王娟

的歹徒确实是西乡街道办
径背社区联防队员，归径背
社区治安办管理，负责辖区
治安巡逻，也协助警方办理
各类案件，工资由社区发
放。对于杨武这样的边缘群
体来说，他们可能连联防队
员和正式民警也区分不开，
在他们眼里，这些联防队员
穿着“准警服”，代表着法
律、代表着政府，他们不敢
惹也惹不起。

是的，杨武很窝囊，但
让窝囊者不窝囊，是社会责
任所系。仔细想来，如果社
会给了杨武足够的力量、足
够的信心，他会在如此大辱
面前忍气吞声吗？一个男人

面对妻子被辱竟然不敢挺
身而出，心中藏着多么大的
恐惧？而这种恐惧到底是谁
给的？这起码能够证明社会
没有尽到责任，没有传递底
气吧？

对于杨武，我们哀其不
幸怒其不争，但每个人不妨
扪心自问，自己心中有没有
窝囊的种子？如果碰到的不
是这么极端的恶例，如果力
量对比特别鲜明，我们会不
会总是选择反抗？一个健康
的社会，能让窝囊者不窝
囊；而一个病态的社会，每
个人都可能成为“窝囊废”。
只是程度不同，情节不一，
如此罢了。

封二

□韩适南

近日，上海闸北区检察院对
一起卖淫案提起公诉，该案涉案
人员达20人，其中多数为在校学
生，2人为未满14周岁的幼女。这些
少女主动卖淫、介绍卖淫，并与嫖
客形成了固定圈子，和日本社会所
谓的“援助交际”相差无几。

据检方披露，一些女孩家境
并不差，出卖青春只是因为爱慕
虚荣，喜欢购物、享乐，手头缺少
零花钱。在这样的理由下，低龄
学生群体自愿、有组织地出卖了
自己的青春。究其原因，羞耻感
的丧失恐怕是第一位的。让这些
少女丧失羞耻感的，与她们过早

“成人化”不无关系。
在当下社会，一些成年人暴

露出了欲望强烈而羞耻心淡薄
的问题。包二奶、艳照门、挥金如
土、笑贫不笑娼……许多曾经被
认为可耻的价值观念，现在已经
指导着一些人的生活方式，甚至
都不避讳成长中的孩子。而成长
中的少年，最容易模仿的往往是
成人功利而非荣誉的行为。所以
这才有了“嫩模”，有了小学生贿
选班干部等事件的发生，也有了
如今的“援交”事件。

除了这些少女们，买春者在
这起事件中，同样失去了羞耻
感。对于法律，他们不能说不知
道，对于最起码的道德底线，他们
也不能说不知道。然而面对一群在
校学生甚至未满14岁的少女，他们
还是把道德和羞耻感脱了个精
光。此外，家庭、学校、酒店等，也
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如果这些
环节都没有深刻反思和检讨，那
这起事件可能不是最后一起。

>>个论

“援交”少女

暴露耻感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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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张金岭

调查显示，69 . 8%的北
京市民感觉环保部门的空
气质量监测数据和自己的
直观感受“不相符”(11月8日

《中国青年报》)。
北京发布的空气质量

监测数据，之所以让公众感
觉可疑，主要原因就是监测
标准问题。据了解，作为雾
霾 天 的 重 要 衡 量 指 标 ，
PM2 . 5(大气中直径小于或

等于2 . 5微米的颗粒物，也称
为可入肺颗粒物)在美国、日
本、德国、澳大利亚、印度等
国都已纳入国家空气质量
的强制性限制标准，我国则
仍采用PM10的监测标准。也
就说，北京告知市民的“轻度
污染”，其实是低标准下得到
的监测结果，这当然和大家的
实际感受很不一样。

这样的监测结果，对公
众来说已经失去了存在的
意义。公众那种“不相符”的
感受，与其说表达的是对监
测结果的怀疑，不如说是对
监测标准的不满。看来，要

让官方发布的空气质量监
测数据和公众的感受吻合
起来，唯一的办法就是提高
监测标准，把人们的实际感
受给“监测”出来，说白了，
空气质量监测标准应以公
众健康为本，偏离了这一
点，空气质量监测还有什么
意义呢？

有关专家说，之所以不
采用PM2 . 5的较高监测标
准，政府也许是担心监测
数据会让社会产生不安定
因素。担忧以高标准监测
出的结果可能会引起民众
的恐慌，这其实是对民众还

不太信任。要说恐慌，长期
对官方数据不信任引起的
恐慌，要比面对某个数据的
恐怕大得多。事实上，发布
标准合理的监测结果，有利
于调动大家对环境污染的
忧患意识和危机意识，促
使大家意识到自己对环境
保护的责任，这不但不会产
生不安定因素，反而能调动
大家的环境参与意识。比如
我们经常呼吁市民要多乘
公交车，少开车，其实，在
合理的标准下，发布和公
众感受吻合的空气质量数
据，尤其是那些令人忧虑的

数据，这更有助于劝导市民
少开车，多乘公交车出行；
严峻的数字，对大家来说，
比多少宣传说教都管用。

了解自己的生存环境，
应该看成是我们的一项社
会权利。过低的空气监测标
准，其实是对民众知情权的
另一种屏蔽，这其实是北京
市民对空气质量监测数据反
应强烈的重要原因。道理很
简单，和大家实际感受很不
吻合的空气质量数据，使我
们失去了对环境危害的必
要警惕性，其中隐含着对民
众健康不负责任的态度。

空气质量监测到底谁说了算
担忧以高标准监测出的结果可能会引起民众的恐慌，这其实是对民众还不太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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